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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通俗・主體：論方言文學運動與《蝦球傳》 

李婉薇
 

（收稿日期：107年 7月 26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 11月 23日） 

提要 

抗日戰爭的炮聲剛落，國共兩黨的角力隨即展開，中共中央在內戰正式爆發前，已派

員到香港設立文化和宣傳機構。1947 年起，大批左翼文人因為政局動蕩南來香港，使當

地的文壇突然活躍起來，方言文學運動是當時其中一項重要的文學活動。左派作家和批評

家意圖在香港繼續三十年代以來的文藝大眾化，探討方言文藝如何進一步號召廣東農村的

群眾，與此同時，又不忘回應香港的現實，渴望在流行小說市場中爭奪市民讀者。這使當

時滯港的左派文人在宣傳政治意識形態的同時，又要考慮本地民眾的趣味。 

黃谷柳的《蝦球傳》被視為方言文學運動中較成功的作品，不但在當時廣受歡迎，小

說中運用大量粵語詞彙，地方色彩濃厚，也一直為人稱道。但是，本文的研究指出，《蝦

球傳》在當時的生產和接受過程，充份表現革命和通俗的張力：小說以情節和地方色彩爭

取本地市民讀者的愛戴，卻因其非階級性和人道主義思想被批評違反革命文藝路線。在當

時香港的左派文壇領袖看來，《蝦球傳》的情節過於戲劇性，人物缺乏階級性。箇中原因，

一方面是當時黃谷柳的文學觀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多於左翼革命文藝傳統，和主流左派的

文藝觀不無縫隙；另一方面，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的特殊語境，制約左派文人的寫作和宣傳

策略，使他們面對在廣東農村沒有遭遇到的兩難處境。 

 

關鍵詞：方言文學運動、黃谷柳、《蝦球傳》、革命文學、書面粵語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項目「戰後香港方言文學運動研究」 (A Study on Dialect Literature 

Movement in post-war Hong Kong, 項目參考編號：28402214)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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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特殊的時空 

二戰結束後，國共內戰尚未正式爆發，香港已經成為政治角力場。早在 1945 年 9 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宣傳部隊已經進入香港。兩年後發表《蝦球傳》的《華商報》在該年

10 月即開始籌備；1
12 月則有新民主出版社的成立，是後來出版《蝦球傳》單行本的機構。

2隨着內戰正式爆發，大批左派文人來港，使香港的文壇突然活躍起來。當時他們在香港

開展的文化活動中，方言文學運動是規模較大、對左派陣營影響較廣的一次，對思考方言

和文藝創作的關係也十分全面。雖然黃谷柳沒有直接參與這場運動，但藉着運用方言使文

藝作品通俗化和大眾化的號召，顯然得到他的嚮應和實踐。 

方言文學運動在1947年10月發生，當時滯港左派文人以解放區文藝為標竿，提倡方言

文學寫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除了以廣東農村的群眾為寫作和宣傳對象，也期望關注和

表現「此時此地」的社會和民生狀況，並且爭奪流行小說的讀者，意圖使革命文藝在香港

得到普及；就是既以實現文藝大眾化為目標，也嘗試把左翼革命文藝及其意識形態傳播到

香港。這場運動旋即得到文藝工作重要領導人的支持。3
1948年1月，運動的主要言論陣地

《正報》4刊出馮乃超、邵荃麟執筆的〈方言問題論爭總結〉，不但就各方面爭議說明立

                                                        
1  根據夏衍的回憶。見夏衍：《夏衍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 192。 
2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對談；何慧姚、張詠梅整理：〈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

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

人作品選（1945-1949）》上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頁 4。出處下同。 
3  錢理群教授通過《大眾文藝叢刊》的研究，指出這套雜誌的主要作者都是當時及 1949年以後中共主

管文藝工作的重要領導人，包括邵荃麟、馮乃超、黃繩、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他們都曾在不同

程度上參與方言文學運動的討論。見錢理群著：《1948：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版，2002年第 2次印刷），頁 23-25。 
4  《正報》是中國共產黨在戰後的香港創辦的首份報章，於 1945年 11月 13日創刊，1948年 11月 13

日停刊。《正報》的首任社長為楊奇，骨幹成員來自東江縱隊的《前進報》。《正報》創刊初期是

三日刊，創刊號在頭版發表的〈創刊詞〉題為〈工作的開始和開始後的工作〉提出三項宗旨：「立

在公正的立場上為人民服務」、「發揚正氣，驅除邪氣」及「報道正確消息，不『車大炮』」。文

末提到：「我們的願望：是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民主、統一、強盛的新中國出現在新世界的政治舞

台上。」整體來說，《正報》關注內戰消息和局勢多於文藝問題，楊奇在〈香港《正報》的戰鬥歷

程〉一文中的回憶並無提及方言文學運動，談到的成員也沒有運動中的作家和批評家，但他憶述創

刊當天商販包銷的八千份在一個上午就賣光，於是加印三千份再度發行。在 1946年 7月，《正報》

改為雜誌型期刊之前，每期都有八千至一萬份的銷量；不過，楊奇同時強調經營業務極為困難，職

工生活極為清苦，對於當時香港左派報章的經濟問題可見一斑。除《正報》外，參考：楊奇：〈香

港《正報》的戰鬥歷程〉，見《廣州黨史》：http://www.zggzds.org.cn/dsyjyjwz/854.jhtml（最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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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發表意見，並大力肯定方言文學：「問題已經不是建立與否，而是怎樣去發揚它。」
5郭沫若立即表示贊成：「舉起雙手來贊成，無條件的支持。」6茅盾則認為這次討論是自

大眾語問題之後，有關方言問題的討論中最廣泛、熱烈和深入的一次。7
 

相比起方言文學運動中發表的其他作品，《蝦球傳》的文學水平略勝一籌，加上香港

的本土色彩濃厚，不少學者認為是這次運動的代表作品。事實上，這部小說的冒險和成長

故事、充滿地域風情的都市背景和粵語詞彙，在《華商報》8連載時已經廣受青少年讀者

歡迎，也極受方言文學運動批評家注意。但是，本文的研究發現，《蝦球傳》的「代表性」

並非在於文學成就和運用方言，而是在於它的寫作策略和生產過程見證了革命政治和通俗

任務的張力，使當時信念不盡相同的滯港左派文人陷於兩難處境。同時，當時的黃谷柳作

為左派陣營邊緣的作家，他的政治背景和文學觀和主流左派存在縫隙，可以視之為在四十

年代末這關鍵的轉型期中，五四文學觀和革命文藝的抗衡。 

香港這個殖民都市，並不單單被動地提供一個空間，而是以其獨特的政治、社會、文

化語境，在給了左派文人相對的自由的同時，也制約他們的思路和策略，逼使他們調整既

定的宣傳方針。本文首先介紹方言文學運動的主要成績，包括在理論和創作的發展，並進

一步以方言文學運動中的理論文章，分析他們為「此時此地」寫作的困難，之後疏理《蝦

球傳》的發表和接受過程，通過當時對這部小說的評論，指出儘管左派批評家對它的流行

和暢銷感動興奮，但很快就指出它作為革命文學作品的諸多漏洞，說明在香港的語境中，

革命和通俗的兩個重大使命的矛盾之處。同時，筆者還指出黃谷柳這位作家的背景和文學

觀，使他和主流的左派文人有一定距離，也使《蝦球傳》未能成為他們中心理想的大眾化

作品。 

                                                                                                                                                           

日期：2018.12.03）及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 年），

頁 591。 
5  馮乃超、荃麟執筆：〈方言問題論爭總結〉，《正報》第 69-70期（1948年 1月），頁 30。 
6  郭沫若：〈當前的文藝諸問題〉，《文藝生活》總第 37期（1948年 2月），頁 2。 
7  茅盾：〈雜談方言文學〉，《群眾》第 2卷第 3期（1948年 3月），頁 16。 
8  《華商報》在 1941 年 4 月 8 日於香港創刊，並在 1946 年 1 月 4 日復刊，最後在 1949 年 10 月 17

日發出停刊啟事。該報副刊《熱風》（1948 年 8 月 25 日改名為《茶亭》）在 1947 至 49 年由夏衍

主編，是戰後香港文壇風氣的推手和文學創作的重要園地，例如秦牧的散文和郭沫若的抗戰回憶錄

《洪波曲》，以及《蝦球傳》、《窮巷》等重要的香港文學作品也在這裏發表。夏衍早在 1941年來

港參與創辦《華商報》，1942年 1月離港赴桂林，1946 年 10 月經香港去新加坡，同年八月被新加

坡當局「禮送出境」，返港擔任中共華南分局委員、香港工作委員會委員（後任書記），負責統戰

工作和出任《華商報》的編委。參考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增訂版》，頁 591、609；盧

偉力主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戲劇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579。 



國文學報第六十四期 

 

- 196 - 

二、方言文學運動的論爭和作品 

《正報》上關於「地方化」的討論引起一連串論爭，進而深化成為「方言文學」的理

論探討，形成方言文學運動。在1947年10月，論者林洛在該刊發表〈普及工作的幾點意見〉，
9並在最後一節談到「地方化」問題，提出要使文藝大眾化，方言是必要手段：「要普及的

文藝，就要地方化，就離不開民間語彙和方言的採用。」10但他對使用方言的態度並非毫

無保留，並提出兩個原則：「要照顧文字的統一性」和「要經過揚棄」。他的意見得到另

一位論者藍玲的支持，認為純用方言的作品更難普及，在淺近的白話文中夾雜表現地方精

神的方言更能慢慢地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比較能達到文藝大眾化中普及和提高兩個重要

目的。11《正報》的主編華嘉是方言文學運動的主要人物，他隨即組織四次「方言與普及

討論特輯」，反駁兩人的意見。華嘉以「孺子牛」的筆名在〈方言文藝創作的二三問題〉

一文開首引述毛澤東的話指出，大眾化是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情緒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

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應先從學習群眾的語言開始。因此，他認為折衷地運用方言並

不符合普及的原則，主張「我們需要的是徹頭徹尾的生長在中國土地上的土裏土氣的大眾

化的文藝作品」。12
 

這次論爭使方言進一步成為這群左派文人關注的重點，「方言」進入通俗文藝問題討

論的視野。在論爭發生後不久，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在研究部下設「廣東方言文藝

研究組」，並分為廣州話、客家話和潮州話等小組，翌年夏天又改為「方言文學研究會」，

由鍾敬文任會長，分為創作、研究、資料、出版等小組。同時，左派文人也有意供助這次

爭論開展方言文藝的實踐。在1948年初，由邵荃麟茅、馮乃超執筆的〈方言問題論爭總結〉

在《正報》發表，13茅盾隨即指出運動有理論先行、實踐不足的問題，呼籲創作的配合：

「原則性的議論多於具體的分析；如從方言文學寫作之經驗來研究現有的方言文學應如何

放進，在此次討論中尚少提到。」14
 

如茅盾等人所期望那樣，在創作方面的成果很快出現。1948年可說是方言文學運動在

理論和創作均有重要發展的階段，言論陣地也從《正報》和《華商報》擴展至《華僑日報》

                                                        
9  根據現存資料，我們目前未能確定林洛是誰。華嘉曾經表明他不知道林洛是誰，也不認識他，只知

道他在《華商報》工作過。見華嘉：〈對「方言文學」運動問題的回應〉，《大公報》第 6張第 24

版（1987年 12月 3日）。 
10  林洛：〈普及工作的幾點意見〉，《正報》第 58期（1947年 10月），頁 8。 
11  藍玲：〈談方言與普及〉，《正報》第 60期（1947 年 10月），頁 17-18。 
12  孺子牛：〈方言文藝創作的二三問題〉，《正報》第 63期（1947年 11月），頁 20。 
13  見《正報》第 69-70期（1948年 1月），頁 30-35。 
14  茅盾：〈雜談方言文學〉，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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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星島日報》，其他左派刊物如《大眾文藝叢刊》、《文藝生活》等都發表過相關討論

文章。除了華嘉、鍾敬文、周鋼鳴等人發表理論文章外，創作方面也有重要成果。《蝦球

傳》第一部《春風秋雨》於1947年11月14日開始在《華商報》副刊《熱風》連載，至同年

12月28日結束，因為廣受讀者歡迎，很快引起批評家的注意。1948年2月8日，《熱風》續

刊第二部《白雲珠海》，5月20日續完，而第三部《山長水遠》則在同年8月25日於該刊連

載，當時副刊改名為《茶亭》，至12月30日續完。《華商報》在年底又刊出江萍的長篇小

說《馬騮精與豬八戒》。由此可知，在47年末、48年初，運動開始進入蓬勃的第二階段。

黃繼持教授指出：「這幾部連載小說，雖然不全用『民間形式』，但多採廣東方言，可以

說是『方言小說』的重要收穫。」15此外，華嘉、樓棲、符公望、蘆荻等人都參與了創作，

體裁以多種口頭文藝為主，包括龍舟、說書、歌詞、詩歌、廣播劇、雜文、小說等；以粵

語為主，但也不乏客家話和潮州話等其他方言的作品。 

至1949年，方言文學研究會仍然積極推動多項相關工作，3月在《大公報》開設《方

言文學》雙週刊，《華商報》副刊則在3月和6月刊出兩期「方言文學專號」。這一年兩部

重要的專書，包括方言文學研究會編的《方言文學》16和華嘉的《論方言文藝》17相繼出

版，結集運動中的理論文章和不同體裁的作品，可以代表運動的整體成果。但隨着統一政

權的建立，方言文藝問題被按下不表，左派文人也紛紛北返，方言文學運動便在瞬間沉寂

下來。 

雖然方言文學運動歷時甚短，其始末也如當時所有文學運動一樣，深受政治形勢影

響，但卻不無特殊意義。這一次運動直接繼承三十年代以文藝大眾化的思路，代表左翼革

命文藝在國共內戰時期的發展，也呈現了左派文人在中共建國前夕的部分思想狀態，見證

香港在這段政治動蕩的時期，為現代中國擔當了言論空間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言

論空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其獨特性，給當時這批左派文人的思想和文字都打上

清晰的烙印。在香港普遍使用的粵語有直接以漢字書寫和印刷的傳統，這使左派文人對方

言寫作更敏感，但粵語及其他廣東方言書面化的難度，又使他們面對更複習的問題。在戰

後，英國為防止對港的殖民統治受干擾，對國民黨的戒心比較強烈，左派有一定程度上的

喘息空間。18但左派在港號召革命和經營報刊，不得不關注香港的文化環境和市民讀者的

                                                        
15  黃繼持：〈戰後香港「方言文學」運動的一些問題〉，《文學的傳統與現代》（香港：華漢文化事

業公司，1999年），頁 159。關於方言文學運動全面的發展情況，可參考這篇文章。 
16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編：《方言文學》第 1 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

年）。 
17  華嘉：《論方言文藝》（香港：人間書屋，1949 年）。 
18  鄭樹森：「港英政府的做法總是針對中國的，1945年針對《國民日報》，因為當時國民黨勢力最大，

且是戰時的盟國。1949 年中國政權移易，國民黨完全垮台，港英政府便倒過來針對左派。」鄭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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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在理論和創作兩方面都要作關鍵的調整。作家黃谷柳本人，雖然一方面配合《華商

報》副刊當時試圖兼取革命和通俗的編輯策略，卻又不無出於個人的選擇。以上種種因素，

使《蝦球傳》的寫作、發表和傳播成為政治使命、通俗任務和作家意志三種力量既調和又

抗衡的結果。 

三、在香港實踐大眾化 

「通俗」和「普及」是方言文學運動的作家和批評家念茲在茲的問題。華嘉、馮乃超、

邵荃麟和鍾敬文等經常引述《講話》、瞿秋白和周揚的文章，闡釋和發揮其中的主張，論

證方言文學的必要性和思考實踐的方法。例如華嘉在〈方言文藝創作的二三問題〉一文中

就先引述周揚和毛澤東的話說明「大眾化」和群眾的語言息息相關，文藝工作者不但必須

改造自己，學習大眾的語言，和他們的情緒打成一片，並總結說：「為了各地方的適應此

時此地的需要，所以有了地方性的方言文藝的產生。用方言寫作，這毋寧說是為了廣泛的

提高各地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的文化水準所必需的普及工作。」19
 

左翼文藝工作者的首要對象是廣東和香港的工農，但與此同時，在香港這樣的城市又

無法完全忽略市民階級。故此，滯港的左翼文藝工作者試圖在香港再造解放區文藝，延續

和貫徹大眾化方向，與此同時，在思考寫作和宣傳對象時，也考慮到「此時此地」的需要。

華嘉在1947年10月已經撰寫題為〈可不可以為小市民寫？〉的文章，討論香港小市民的人

口結構和階級性。20在1948年6月又在〈方言文藝創作實踐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到這個

問題： 

 

至於讀者對象問題，我覺得「面向農村」也有著這樣的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寫給農

民看，為農民寫；一方面也可以反映農民的生活與鬥爭，寫給城市讀者看的，香港

這地方，大多數居民是來自廣東的農民，他們在農村無法生活，為三徵所逼，來到

香港所謂「寄人籬下」的謀生，他們原也是和廣東農村息息相關的。只要反映農村

                                                                                                                                                           

黃繼持、盧瑋鑾對談，何慧姚、張詠梅整理：〈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本地與

南來文人作品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

（1945-1949）》上冊，頁 7-8。 
19  孺子牛：〈方言文藝創作的二三問題〉，頁 17。收入《論方言文藝》時改題為〈論普及的方言文藝

二三問題〉。 
20  孺子牛：〈可不可以為小市民寫？〉，《正報》第 59期（1947年 10月），頁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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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是真實的，即使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會感動的，何況是那些來自農村

的「難民」。21
 

 

也就是說創作的對象不應只限於廣東農民，應使香港其他背景的讀者也受反映農村問題的

作品感動。但他又強調不能「以方言來創作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品」，方言文藝作品

也不能以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為主要對象。22論者姚理的文章呼應華嘉的言論：「拋開眼前

的現實完全不管，拋開眼前的群眾完全不理，究竟不是正確的態度。」23不過，要寫廣東

農民和他們面對的現實，意味着要「拋開眼前的現實」，對文藝創作者並不容易。姚理提

出不熟悉農村的生活，當然也可以寫城市題材，但必須配合革命和戰鬥目的：「由於不熟

悉農村生活而選取城市題材的作者，也必須把握在革命新形勢下城市生活的變動和發展，

城市群眾的新的意識和行動，選取富有戰鬥意義的題材，表現城市生活的新的特點，軟弱

無力的身邊瑣事的描寫必須排斥。」24他們認為寫城市題材沒有問題，但要注意城市生活

和農村生活的關係，不能把城市生活孤立來看。姚理還進一步提出：「我們必須認清我們

眼前的讀者對象，在一定的原則下分別適應他們的接受能力、趣味和要求。」25因為城市

讀者的生活比較複雜、文化水平較高，題材可以比較多樣，藝術創造也可以比較細緻。方

言文學運動的批評家們都知道，作家們對農村生活的陌生，限制創作的成果。生活在城市，

卻要寫反映農村的作品。為了幫助作家們彌合這中間的縫隙，華嘉提供過十分詳細的建

議，例如是「做人民的書記」，訪問農民或工人，記錄他們生活中有代表性的故事。但他

同時提到箇中困難：「在農村工作時，我們當然沒有很大的困難的，但在城市呢，特別是

一些知識分子的創作者，平時生活就和工農群眾脫節，可能連這樣的機會也不容易找得到

的。」26於是他又提議可以從接近周圍的城市貧民或革命知識分子去學習創作，雖然這些

題材的意義不像反映工農生活那麼積極，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 

不過，即使作了這麼多理論建設，一位論者黃友秋指出文藝工作者不熟悉農民大眾的

                                                        
21  孺子牛：〈方言文藝創作實踐的幾個問題〉，《正報》第 92期（1948 年 6月），頁 24。根據香港

政府年報的有限資料，當時香港居民大多是難民，但主要從事礦業和製造業，即可說是工人階級。

1947年的香港人口約有 1,750,000，登記出生人口有 42,473，而登記死亡人數有 13,231。而在就業資

料方面，採礦業雖然在主要工業中排在首位，但 1947年沒有就職數據，第二位的製造業，從事的人

口有 47,356人，男性佔 29,031人，女性佔 18,325 人。參考：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第 40

頁，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61_1970/B10100031967AN67E0100.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8.12.04） 
22  孺子牛：〈方言文藝創作實踐的幾個問題〉，頁 25。 
23  姚理：〈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正報》第 93期（1948年 6月），頁 24。 
24  姚理：〈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頁 24。 
25  姚理：〈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頁 25。 
26  華嘉：〈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方向〉，《論方言文藝》，頁 43-44。本文寫於 194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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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始終使解放區文藝的成績難以在香港複製： 

 

解放區的生活實踐和解放區以外的生活實踐不同，農村環境和城市環境不同，北方

和南方不同，描寫的對象是農民大眾而這裏的讀者對象是知識份子，這些因素是不

可不認識的。這些因素所產生的結果是，這些作品在解放區人民當中和文藝工作者

當中能起了這樣或那樣的作用，對於讀者和文藝工作者就不一定能夠直接起這樣或

那樣的作用了。這並不是別的問題，主要是熟悉不熟悉生活的問題。27
 

 

這樣的評估非常實事求是。《正報》的文藝版編輯華嘉進一步思考和確定這「最高原則」，

基於《講話》的主張，他認為可以為小市民寫，但同時強調工人才是第一位的對象，小市

民是第二位，28還詳細分析香港的小市民人口結構，認為「可以說是從內地來的各種各樣

的人糅雜而成的一個特別名詞」，包括工人和苦力、小資產階級、小販、商人、經紀，甚

至流氓無產階級等。29華嘉還提到之後方言文學運動十分重視的目標，即擊破黃色文學和

爭奪流行小說的讀者，認為他們都是廣州和香港的小市民思想落後的罪魁禍首。一位論者

周達指出，儘管「牛精良大鬧中環」也表現了愛國思想，但拿它和「抗日英雄洋鐵桶」比

較，就知道作家不同的「思想派別」，後者「能更正確地表現人民鬥爭的勝利道路，是和

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相一致的」。30從主題內容上指出流行小說的問題，而華嘉更詳細地指

出流行小說的現象對左翼文藝工作者的啟示。他在另一篇文章指出一個「香港出版的事

實」：「一般作家的作品（解放區作品在外），二三千本要銷一年半載才銷完，而香港的

市民作家的『書仔』，如『牛精良』就不止銷一萬份。」他因此認為一般新文藝作品還停

留在知識分子的讀者群裏，對廣大群眾沒有影響，而「牛精良」的作家就不同：「用小市

民的口語，形式也是小市民所習見的，內容更是迎合小市民的低級趣味，所以小市民看得

懂，接受了這些作品。」他指出「牛精良」還宣傳愛國主義，有些等而下之的，就給小市

民更深的毒害。他認為為人民的作家只服務知識分子，人民卻被誨淫誨盜的作品擄去，如

果還不把人民爭奪過來，就等於成了幫兇。31
 

                                                        
27  黃友秋：〈向評論界提出一個課題〉，《正報》第 53期（1947年 9月），頁 19。  
28  黃繩後來也指出：「方言文藝首先是寫工農兵而創作，這是不成問題的。而為着配合華南農村的革

命運動，這個創作的基本方向，更應該是『面向農村』，一方面寫給農民看，為農民寫，一方面是

寫給城市的讀者，反映農村的鬥爭。」見〈方言文藝運動幾個論點的回顧〉，寫於 1949 年 2 月 28

日，收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編：《方言文學》第 1輯，引文見頁 30。 
29  孺子牛：〈可不可以為小市民寫？〉，頁 23。 
30  周達：〈藝術好壞高低的分野〉，《正報》第 62期（1947年 11月），頁 15。 
31  孺子牛：〈人家聽不懂，這樣辦！〉，《正報》第 56期（1947年 9月），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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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對華嘉的看法作了重要的補充：「我以為《牛精良》之類的『書仔』之所以暢銷，

形式問題僅說明了一半，另一半當求之於此時此地的政治社會經濟因素。」32在三十年代，

左翼文人口中的「通俗」不一定等同「流行」，但根據華嘉和其他文藝工作者的言論，「通

俗」卻有「普及」和「流行」的成份，要使思想進步的作品流傳到廣大市民中，並發生影

響。因此，作為吸引讀者的形式，包括流行小說常見的戲劇性場面和情節，似乎是創作時

可以考慮的問題。茅盾所說的「政治社會經濟因素」可謂一針見血。事實上，在四十年代

末，香港的流行讀物市場已漸具規模。33當時香港優秀的流行小說作家，如最有代表性的

黃天石和任護花等，大都是廣東資深報人，有深厚的文化修養，且多才多藝。華嘉等人時

常提及的「牛精良」，作者就是任護花，抗戰前在廣東的報館任職，1938年來港後創辦小

報《先導》和《紅綠日報》，「中國殺人王」和「牛精良」是他最受歡迎的系列小說。在方

言文學運動誕生的1947年，《牛精良大鬧香港》改編為電影，很受觀眾歡迎。任護花也是

著名的導演和編號，在四、五十年代曾經編導近20部電影，也不乏極為賣座的作品。34二

十年代已經來港的黃天石，更是中西文學修養深厚，他以「傑克」的筆名寫作的言情小說

早於三十年代已經非常流行。他曾經創辦香港新聞學社，對社會有一定的承擔。35面對這

樣日趨成熟的流行文學架構，左派文人完全是外來者，要從任護花或黃天石那裏爭奪讀者

是十分困難的。 

相比能不能為小市民寫、如何爭奪流行小說的讀者等問題，作為通俗手段的方言土語

似乎顯得沒有爭議性。在這方面，為了眼前的華南讀者的需要，主要的文藝工作領導人都

同意方言用得愈多愈好。在共同語還沒有普及的華南社會，方言成為文藝大眾化的唯一道

路，如茅盾說：「而在目前，文學大眾化的道路（就大眾問題之形式方面而言）恐怕只有

通過方言這一條路；北方和南方的作家都應當儘使他們的作品中的語言和當地人民的口語

接近，在這裏，問題的本質，實在是大眾化。」36馮乃超和邵荃麟認為瞿秋白說的「現在

人的普通話」只是三十年代初群眾運動被逼局限在上海而因時制宜的策略，和他們解放前

                                                        
32  均見茅盾：〈雜談方言文學〉，頁 16。 
33  相比起五、六十年代作家輩出和市場擴展，四十年代香港通俗小說的生產和傳播雖只是粗具雛型，

但在香港通俗文學史上，可說是有承先啟後的地位。黃仲鳴就指出，在四十年代，除了黃天石之外，

很多通俗小說作家已經「偃旗息鼓」，但高雄等重要作家代之而起。參考：黃仲鳴：〈導言〉，《香

港文學大系 1919-1949：通俗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 52。同時，五十年代上

海文人南來，使得香港的通俗文學發展有一番新象，如羅斌在 1949年來港，先後創辦環球出版和《新

報》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34  見許定銘：〈報壇才子任護花〉，《城市文藝》第 2 卷第 7 期（總第 19 期）（2007 年 8 月），頁

81-83；並參劉乃濟：〈報壇怪傑任護花〉，《文學研究》2006 年夏之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

頁 57-60。 
35  參考楊國雄：〈傑克：擅寫言情小說的報人〉，《文學評論》第 11期（2010 年 12 月），頁 54-62。 
36  均見茅盾：〈雜談方言文學〉，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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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的情形並不相同：「革命的文化運動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條件從以前的狹隘的圈子跳了出

來，走進大規模的群眾文化運動的寬闊原野中去，從『孤軍作戰』走到配合實際工作，從

城市走進了鄉村。」37他們也認為面向廣東的群眾，方言的需求更大。馮乃超認為，他們

要照顧的是文盲和不懂普通話而略識文字的老百姓。38言文不一的南方、言文不一的群

體，使方言文學運動的一些批評家在採用方言的立場上更激進，但理論和實踐、政治與文

藝之間畢竟有距離，揉雜地使用語言的《蝦球傳》更受歡迎。同時，香港在英國殖民政府

的統治下發展為市民城市，為左翼文人提供的文化語境和解放區截然不同，使他們陷於革

命和通俗的兩難，這在《蝦球傳》四十年代末的傳播過程中表露無遺。 

四、革命和通俗的張力 

在方言文學運動誕生的作品中，以黃谷柳的《蝦球傳》流傳最廣最久。《蝦球傳》的

傳播從一開始就超越國境。因為鍾敬文的介紹，39日本知識界不但同步翻譯和接受這部小

說，40在四五十年代之後，《蝦球傳》在日本仍不斷再版，41論者認為是在四、五十年代連

串戰亂和動蕩的國際政治中，標誌着戰後中日兩國對新社會的期待。在中國境內，它的再

版和影視改編在20世紀下半期也不曾中斷。42事實上，在四十年代末發表時，《蝦球傳》

                                                        
37  馮乃超、荃麟執筆：〈方言問題論爭總結〉，頁 35。 
38  馮乃超、荃麟執筆：〈方言問題論爭總結〉，頁 35。 
39  鍾敬文：〈回憶谷柳〉，《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 3期（1979年 5月），頁 142。 
40  日‧湯山トミ子：〈ある人民文学作品の軌跡と抵抗 : ニ人の“蝦球”(シアチュウ)と消えた女性形

象〉，《成蹊法学》第 80號（2014年 6月），頁 420。湯山同時指出，因為新時代的來臨，黃谷柳

擱筆，沒有真正完成《蝦球傳》的寫作，蝦球在新時代誕生的前夕停止成長，成為永遠的少年（頁

408）。湯山的論文對這部小說修改有充份和細緻的研究，她指出日譯本一直沒有經過修訂，保留了

原作的面貌，是珍貴的史料（頁 419），並以「多彩的人物形象、通俗小說的要素的喪失、削減」

（頁 394）形容 1949 年後大幅修改的《蝦球傳》，其中「通俗小說的要素的喪失、削減」頗能呼應

本文的觀點。 
41  日‧實藤惠秀在 1949 年 9月撰文介紹黃谷柳及《蝦球傳》、文藝大眾化、方言文學等問題，以〈谷

柳「蝦球伝」——香港の浮浪児〉為題發表於《中国研究》。翌年他和島田政雄合譯全書，12月出

版上冊，1951 年 4月出版下冊，由三一書店出版，1954年由河出書房再版，在 1952年由日本兒童

劇團「東童」改編為話劇在三越劇場演出。在 1975 年又作為「中國的兒童文學」系列其中一部作品

再版，由太平出版社出版。主要參考日‧湯山トミ子：〈ある人民文学作品の軌跡と抵抗 : ニ人の

“蝦球”(シアチュウ)と消えた女性形象〉，頁 421，並參楊玉峰：《黃谷柳的顛簸人生與創作》（香

港：中華書局，2015 年），頁 69。 
42  根據筆者找到的資料，《蝦球傳》在五十年代至今的版本非常多，但比較重要的有：1957年通俗文

藝出版社的版本，此後內地和香港都根據這版本重印。七十年代以後《蝦球傳》多以少年文學、兒

童文學的定位再版。1979 年及 1985年花城出版社都曾重印，據說 1985年的版本銷量多達二十萬冊。

http://repository.seikei.ac.jp/dspace/handle/1092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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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很受青少年和學生讀者群的歡迎，第一部《春風秋雨》在1947年11月14日至12月28

日連載，並在翌年2月由新民主版社出版單行本，在同年8月即印行第三版，至1949年1月

已經五版，印數達一萬冊。43夏衍指出：「這部小說連載後立刻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歡迎，

他每隔三五天送來一次經過細心修改的稿件，並常問我報社和讀者有什麼反應。」44茅盾

則說：「1948年，在華南最受讀者歡迎的小說，恐怕第一要數『蝦球傳』的第一二部了。」
45對於當時推動文藝大眾化和方言文學的左派文人來說，這部小說可說是莫大的鼓舞。它

比其他運動中產生的作品更能感動本地讀者，「攻破黃色保壘」的任務似乎得到實現。但

是，如果細心考察《蝦球傳》從寫作、發表到批評的種種縫隙，便可發現這部小說的創作

和傳播同時受到政治宣傳、市場策略和作家主體的制約，革命和通俗之間仍有不能完全彌

合之處。 

 根據夏衍的回憶，他在1947年秋從新加坡再到香港，「給《華商報》編一個通俗性的

文藝副刊」，黃谷柳來找他，給他看《春風秋雨》的初稿。夏衍讀後提出「很苛刻的要求」，

即讓谷柳「按照報刊上連載小說的方式進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並留有引人入勝的情

節」，46連載是為持續吸引讀者而度身訂造的發表方式，還特別強調每一千字都要有引人

入勝的情節，確乎繼承了章回小說的敘事策略，證明夏衍並非單單以時代特徵和地方色彩

為滿足，他意圖以戲劇性情節吸引讀者。事實上，當時夏衍要同時爭取市民讀者和革命同

志的認同，並不容易。他在回憶《華商報》的日子時，不忘提到自己夾在革命和通俗的縫

隙，有時「順得哥情失嫂意」： 

 

當時《華商報》實在已經是夠「左」的了，而《熱風》和《華亭》，又必須是一個

通俗的、力求為香港當地居民接受的副刊。可是編輯部接到了不少讀者來信，有人

批評我們「態度不夠鮮明」、「多用曲筆」；也有人說我們「文風太俗」、「不像

一個革命文化人辦的副刊」。47
 

 

                                                                                                                                                           

香港三聯書店在 1958、1961都曾再版《蝦球傳》，回歸後則有新民主出版社在 2006年重印，內容

均與修訂本相同。在影視改編方面，《蝦球傳》在 1949年就曾由吳祖光執導改編為電影，在八十年

代除廣州有話劇改編演出外，1982年改編的八集電視劇曾紅極一時，2009年又再改編為 32 集電視

劇。 
43  楊玉峰：《黃谷柳的顛簸人生與創作》，頁 65。 
44  見夏衍：〈憶谷柳——重印《蝦球傳》代序〉，收入黃谷柳：《蝦球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79年 6月），頁 2。 
45  見茅盾：〈關於「蝦球傳」〉，《文藝報》第 4期（1949年 5月），頁 1-2。 
46  夏衍：〈憶谷柳——重印《蝦球傳》代序〉，頁 2。 
47  夏衍：《夏衍自傳》，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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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見左派報章十分重視本地讀者的認同和接受，《熱風》和《華亭》是專為他們而設

的，而且即使在批評之中也無法妥協。《蝦球傳》正是在《熱風》連載的，由此得知，夏

衍從一開始就把爭取本地讀者的任務放在這部小說身上。但《華商報》的副刊讀者也有不

同的文化水平和趣味、不同的期待。能否爭取到流行小說那些讀者尚未可知，卻先受到同

志的指責，夏衍甚感為難，不得不親自回覆說：「僅僅做到消極的暴露，只要沒有毒，不

低級，不猥亵，也都歡迎。」夏衍這種編輯方針，很可能使黃谷柳獲得一定的自由度，去

「暴露」鱷魚頭等人的犯罪情形，如實反映他們的生活狀況，這與當時黃谷柳以作家關懷

為本的寫作態度也十分吻合。48夏衍還透露當時副刊的台柱是胡希明（筆名「三流」）49所

寫的「打油詩」、「新樂府」很受讀者歡迎，卻「也有人不以為然」，於是他在回覆中一併

為打油詩等遊戲文章的形式辯護，認為填詞、唱本、說書、講古以至打油詩、「怪樂府」、

「歪詩」也都可以；不止形式，語言也力求通俗，而且比形式的要求更重要：「不過我們

有一點希望，就是文字盡量通俗，不拘一格，方言乃至文言，均無不可。」值得注意的是

夏衍認為文言並不妨礙通俗，顯示《熱風》的市民讀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接着夏衍回憶

到方言的問題，他提到當時的編輯為了爭取讀者，刻意學習和運用本地的方言土語： 

 

我們除了在《華商報》、《群眾》上發表了大量社論、述評、專論之外，還幾乎每

天在《茶亭》上寫雜文。斗零、公仔、濕柴、瓜直、擺烏龍等等，都是廣東人口頭

常用語，我們這些外江人在香港辦報，為了「入鄉隨俗」，爭取更多的讀者，是化

了不少功夫才學到的。50
 

 

我們可以由此了解左派文人力求通俗的信念背後複雜的處境，方言成為通俗手段的逼切

性，也可以想像夏衍讀到《蝦球傳》手稿時的心情——這的確是一部很適合在《熱風》

刊登的作品。通俗問題這麼重要，固然和政治、文藝的遠大目標有關，但也不排除報館的

生存需要。在1941年來港創辦《華商報》時，夏衍對於在香港經營革命報刊十分警剔：「在

香港辦報，不注意『有理、有利、有節』這方針是不行的。」而且同時承認有時「忘記了

這個『節』字」、「不止一次掌握不好『有節』這個分寸」。51
 

                                                        
48  這一點將在下一節詳述。 
49  根據論者回憶，胡希明性情豪爽，專欄文章別具一格：「《熱風》或《茶亭》上，還有用『三流』

筆名的專欄：《三言兩語》，真是別具一格。三流就是胡希明，此公談話宏亮，瀟灑風趣，他一到

《華商報》編輯部，就笑聲四起。」見楊喬：〈夏衍在港編《熱風》〉，《文匯報》第 17版（1985

年 7月 17日）。 
50  夏衍：《夏衍自傳》，頁 139。 
51  夏衍：《夏衍自傳》，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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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把握好這分寸，顯然不容易。論者曾經指出：「當谷柳知道《華商報》正在發行

救報運動，發動讀者捐款，報紙報面也要改革，增加長篇小說連載，他就大膽地把剛脫稿

的《蝦球傳》第一部送請夏衍閱看。」52事實上，從華嘉在八十年代回憶經營《華商報》

的困難時披露的重要資料可知，《春風秋雨》的連載肩負着《熱風》的救亡任務，華嘉等

人在四十年代對本地通俗小說的暢銷耿耿於懷，也不完全出於意識形態宣傳的偉大使命，

而是有經濟上的實際考慮： 

 

復刊後的《華商報》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報社已經窮到辦不下

去，只好公開在報上發起群眾性的「救報運動」，呼籲廣大讀者支持報社捐款辦報。

《熱風》副刊從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停刊三十四天，讓出篇幅來刊登熱心讀

者的來信和捐款數目。所有這些捐款，絕大部分是普通市民節衣縮食所餘捐贈的。

53
 

 

前文述及，《春風秋雨》在11月14日起在《熱風》連載，剛好是停刊期結束的第一天。停

刊期的結束，未必因為剛好捐款資料刊發完畢，很可能是得到救亡資本，對《春風秋雨》

的號召力有信心。夏衍的「苛刻要求」，不是為了貫徹一個整體策略，而是有很逼切的生

存需要。在事過情遷的八十年代，華嘉含蓄地承認「革命」和「通俗」的調和並不成功： 

 

在「救報運動」期間，收到成千上萬的讀者來信，幾乎每封信都對報社提出批評和

建議，使我們有機會從這些來自廣大群眾的意見，制定了革新的措施，更加堅定地

走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既不相同於某些本地報紙的低級趣味和庸俗化，但又盼

適應香港普通市民的閱讀能力和欣賞習慣，使我們的報紙更為讀者所喜聞樂見。在

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我們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但也不是都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逼

也反映了四十年代香港文學，在通俗化和大眾化方面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經

驗，也有失敗的經驗，值得作為專題去研究和探索。54
 

 

革命的「大眾化」和商業的「通俗化」指涉不同的功能和群眾，於是難以雙軌並行。 

四十年代《蝦球傳》單行本的印刷和宣傳方式，也透露左派文人力圖融合革命和通俗，

                                                        
52  〈附錄九：黃谷柳文學簡表〉，馬文通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黃谷柳卷》（香港：天地圖

書有限公司，2014年），頁 607。 
53  華嘉：〈從《華商報》看四十年代香港文學〉，《新晚報‧星海》第 12版（1987年 8月 2日）。 
54  華嘉：〈從《華商報》看四十年代香港文學〉，《新晚報‧星海》第 12版（1987年 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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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務小市民讀者，又期望改變他們。單行本不但配有插圖，廣告上以「故事生動曲折 文

筆通俗清新」形容《春風秋雨》和《白雲珠海》，宣傳短文結尾這樣說：「這部書寫蝦球的

忠貞可愛，鱷魚頭的善撈世界，馬專員的奸妰鹹濕，洪少奶的勾勾搭搭……均刻劃入微，

在這些人物的瓜葛中，暴露出珠江人民血淚斑斑的真實。」鹹濕、勾搭等粵語詞的運用顯

得煞有介事，幾乎使人懷疑是色情小說了。宣傳《山長水遠》時，則情辭懇切地渲染扣人

心弦的情節：「林四海的茶館燒了！他的老婆不見了！」、「往後便展開了驚險的故事！這

裏有蝦球智奪機槍參加人民隊伍，丁大哥深入敵區計取鱷魚頭，蟹王七死硬頑固卒之被

俘，鱷魚頭由威風八面到落荒逃走！」但最後也不忘指出：「這是一面照妖鏡，使妖魔鬼

怪畢露原形；這是一塊指路牌，讓萬千讀者認識方向。」55
 

《蝦球傳》通俗策略的成功，引起不少批評家的注意。在 1948 年上半年，《春風秋雨》

得到的評價都甚為正面。這一年的 3 月，論者蘆荻指出這部小說對學生很有影響力，他特

別引述「一個十來歲的女性葉慧芝用四千五百字長文來寫她的讀後感」，說明自己因此明

白益友的重要、人生總是要奮鬥的道理。蘆荻還高度讚揚《春風秋雨》的真實性和典型性：

「現實裏一幅最廣闊的真實的圖畫」、「作者抓住了一個典型環境裏的典型故事作中心」他

甚至呼籲作者們不必看批評家臉色，「只要大夥兒的學生，工人市民」。56馮乃超在 4 月發

表的評論，可見當時左派陣營的文藝觀還有一定的彈性。作為當時左翼文壇的主要人物，

他沒有批評這部小說隱伏的意識形態問題。馮氏讚揚《春風秋雨》能夠引起勞苦大眾的共

鳴，有「大眾性」，平易近人、雅俗共賞。他很欣賞黃谷柳對「勞苦人民」的感情，指出

作者是為他們而寫作的，甚至認為「蝦球出獄後訪問六姑的場面，蝦球和蟹王七由結怨而

和解的場面，皆表現出其人物刻劃的真實性，永遠感人的貧苦人相互間的愛情。」肯定真

實性而沒有提及階級性，這十分值得注意。這時馮乃超對《春風秋雨》的要求只有爭奪讀

者、反攻香港流行小說的「封建文藝堡壘」，而且作了充份的肯定，很同意有評論指這部

小說的歡迎代表了「一場決定性的勝利」。他批評定價和裝幀不夠通俗，仍然是著眼於這

個任務。他甚至認為有青年團體針對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設定、作者立場等問題對解

讀，研究「這本小說是不是方言小說？蝦球的出走是否突然？蝦球和亞娣的戀愛是不是健

康？作者寫這本書，為的是暴露黑社會的剝削關係，是封建剝削抑資本主義剝削」，都「不

會有很大的益處」，還強調作者寫了「整個蝦球的愛情和感情」，57縱觀這篇評論，雖然讚

                                                        
55  均見《白雲珠海》版權頁後的廣告。黃谷柳著、特偉繪圖：《白雲珠海》（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1948年初版，1949年 3版）。 
56  蘆荻：〈雜論「蝦球」〉，《華僑日報》第 3張第 3頁（1948年 3月 28日）。 
57  馮乃超：〈「春風秋雨」評介──讀《蝦球傳》第一部〉，《正報》第 58期（1948年 10月），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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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了作者否定洋教，但沒有階級鬥爭的人道主義色彩似乎是可以接納的。 

但在1948年8、9月間，情況有些變化，《蝦球傳》第一、二部的批評引起一些論爭和

作者自己的辯解。筆者認為，是樓適夷的文章觸發批評的轉向。在該年5月20日《白雲珠

海》已經連載完畢，也出版了單行本；《山長水遠》則在8月25日才開始連載。58可以說，

這批評的轉向在8月初這個空白的時間發生。8月1日出版的《青年知識》特闢「關於『白

雲珠海』」的版面，刊出兩篇意見截然不同的文章。編者的按語說這是為了「提倡一下文

藝批評的自由」，鼓勵讀者發表自己的意見，並指出：「兩篇見解是不盡相同的，甚至可說

表現了二種文藝見解。」樓適夷的文章〈蝦球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嚴格的左翼文藝標準

審視《春風秋雨》和《白雲珠海》，指出蝦球的性格「怯懦、卑劣、動搖、矛盾」，是「落

魄的公子哥兒」而非「真正的流浪兒」，這中間便有階級的分別，他更認為這樣的缺失是

因為情節過於戲劇性： 

 

我想作者的原意是並不打算把蝦球寫成這個樣子的，只因作者只忙着處理新奇的 

故事，驚險的場面，而沒有深入到生活的真實，沒有深入到人物的內在，不知不覺

的把可憐萎縮的小市民的思想感情，裝進到自己主人公的性格中去。59
 

 

而論者秋雲的〈讀「白雲珠海」〉卻認為「這部分作品的最大優點是它底深刻的真實性」，

而且「有一種濃郁深沉的人情味流蕩着，這構成了它底強烈的感人力量」。60在9月，《青

年知識》再以「關於『蝦球』」的欄目發表兩篇文章，編者指出：「大家都對谷柳先生表示

無限敬仰，他能用通俗文藝的手法，爭取了廣大的讀者群，就是適夷先生在這點上也提到

過。但爭取讀者的目的，怕也在於爭取讀者拋棄那種黃色文藝的有毒趣味，並且提高到另

一教育目的上去的吧。因之，作品的思想內容，還須我們留意的。」61可見批評的方向正

從「普及」朝向「提高」，以至於「這樣普及能否提高」的問題上。所謂「另一教育的目

的」雖然沒有明言，卻很可能指涉政治意識形態的號召。論者琳清的〈我看蝦球〉反駁樓

適夷關於「流浪兒」的觀點，卻明顯沒有搔着癢處：「流浪兒和落魄公子哥兒的分別，那

就是流浪（兒）始終不把流浪看作什麼可怕的一回事，而落魄的公子哥兒，當他處於蝦球

                                                        
58  李惠貞：〈黃谷柳生平和文學活動大事記〉，《廣州研究》1986年第 4期（1986 年 4 月），頁 73。

並參：〈附錄九：黃谷柳文學簡表〉，馬文通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黃谷柳卷》，頁 608。 
59  樓適夷：〈蝦球是怎樣的一個人〉，《青年知識》第 36期（1948年 8月），頁 11。 
60  秋雲：〈讀「白雲珠海」〉，《青年知識》第 36期（1948年 8月），頁 11-12。 
61  見《青年知識》第 37期（1948年 9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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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地時，他就只有顧影自憐，和什麼也提不起勁去幹了。」62而樓適夷卻明確以革命文

藝的關鍵特點反駁秋雲的「人情味」，指出「愛」乃一「迷惑的主題」，以愛博取讀者的同

情和眼淚，和資產階級文學的手法一樣，和革命文藝教育群眾的方式卻背道而馳，不能達

到解放群眾的目的： 

 

我們的作者是從心裏愛着自己的主人公的，他把蝦球寫得楚楚可憐的樣子，是為了

要博得讀者的愛，對於楚楚可憐的形象，是容易博得同情，容易使人發生溫暖的人

情味的，於是蝦球受了讀者的熱愛。但作為生活鬥爭的教育，愛的思想是不足夠的。

我說「新文藝的大眾化的要求，固然要求我們的作品能爭取更多的讀者，同時也要

求能予更多的讀者以更多的現實的真實，更多的生活與鬥爭的教育，」就是認為以

愛為主題的文學，在過去，在眼前，我們已經有不少了。資產階級文學者，就一直

在文學中倡導抽象的人性，抽象的愛：許多通俗小說就慣於以可憐的形象博取廉價

的眼淚；［……］在階級社會裏，真實的，純潔的愛是並不存在的，所謂愛，即使

是家庭骨肉之愛，也是被另外一種力量支配着的。［……］被壓迫的下層階級，如

果等待同情，等待溫暖，那是不能翻身的。63
 

 

因此，從樓適夷看來，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都不合現實世界人性和際遇的邏輯。他還站在

「正宗」左翼文藝批評觀的立場上總結說：「文學作品用非階級的，溫情的人道主義的愛

來教育人，乃是一種虛偽的教育。」這幾乎等於說《春風秋雨》和《白雲珠海》是資產階

級文學了。就連馮乃超在4月的評論，他也一併反駁，並且帶出一個人物性格發展的「偶

然」和「必然」的問題：「在《正報》上，馮乃超先生批評『春風秋雨』的文章，說一個

青年學生的座談會上，提出研究蝦球的一些問題，如蝦球為什麼要離開家庭……等等，他

以為對文學作品這樣提出問題是不妥當的（大意）。我的意見和他不同，研究人物行為的

動機，探索其生活發展的規律，在考察人物的真實性上是需要的。就說蝦球為什麼要離開

家庭，這行為就很可疑的，這裏只有偶然的因素，並無必然的因素。」接着，樓適夷指出

這兩部小說並非現實主義文學： 

 

現實主義的文學應該寫必然的真實，即使寫到偶然因素時，也必須有其必然的根

源。只有浪漫主義的傳奇的文學，及現在的一些通俗的以趣味為目的的文學喜歡採

                                                        
62  琳清：〈我看蝦球——「蝦球是怎樣的一個人」讀後〉，《青年知識》第 37 期（1948 年 9 月），

頁 16。 
63  樓適夷：〈再談蝦球——兼答史竹琳清先生〉，《青年知識》第 37期（1948 年 9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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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偶然的題材。而蝦球傳的作者就是追隨後者的道路的，他的書，充滿了一切偶然

的因素，它因此而完成了通俗有趣的任務，但在現實性上，就是不真實的了。64
 

 

儘管《蝦球傳》的戲劇性和夏衍的要求和連載的形式不無關係，儘管黃谷柳並非左派陣營

的主要作家，這些指控仍然十分嚴重，但以革命文藝的觀點來看，卻無從反駁。由此可見，

在左派文人在香港爭奪通俗小說的讀者和推動革命文藝大眾化這兩個目標難以同時完

成，二者之間不但有難以彌合的縫隙，甚至存在巨大張力。 

兩星期後，論者秋雲在《文匯報》發表文章，駁斥樓適夷的看法，文中也正面回應關

於「愛」的爭論，他以左翼文人之間的愛、《白毛女》中無產階級的愛、高爾基和魯迅的

作品為例子，65但這些例子都和樓適夷的立足點不同，後者站在革命文藝批評的立場，把

人道主義和革命文藝的思想完全對立，可說已經陷於教條主義，卻和五十年代以後的文藝

政策的批評標準比較接近。除了秋雲的文章，《文匯報》還發表了黃谷柳的〈答小讀者〉，

雖然形式上是寫給少年讀者的書信，卻不無針對樓適夷的批評而說的話：「寫一個從社會

底層的溝渠中生活着的小孩子，我是不能不懷着愛心來下筆的」、「我不願意滿足於做一個

人道主義者，更不是一個溫情主義者」，66而樓適夷在10月的回應文章則指以〈夜店〉和

〈祝福〉和《蝦球傳》比較十分「不倫」，因為黃谷柳對蝦球根本沒有這樣深層的認識，

他對人物只有模糊、籠統、概念的愛。67由此可見處於左翼文人群體邊緣的黃谷柳並不完

全理解革命文藝的核心概念，這一點在下一節談到谷柳的文學觀時還會述及。這裏要進一

步指出的是，樓適夷在這次的批評除了指出小說中情節上的漏洞，還再提及情節安排太多

偶然因素的問題，使人物塑造和主題思想「動蕩不定，失掉中心」，有時使暴露變成觀賞，

有時使同情變成憎惡，前者指暴露鱷魚頭等人卑劣行為時批判不足，後者是描寫蝦球一些

不義的行為時沒有指出受壓迫而變「壞」，認為「作者處處運用偶然的機緣，開展自己預

定要寫的現實場面，並不是根據主人公的發展的必然要求去開拓現實。」當時，周鋼鳴也

發表了長文〈評蝦球傳第一二部〉批評《蝦球傳》流於獵奇，觀點和樓適夷十分接近。他

認為作者對腐朽生活和人物同情有餘而批判不足，容易讓新奇故事有壞影響：「這一切的

新奇的情節和傳奇式的描寫和煊染卻缺少了通過主觀的分析批判來暴露。」68他直接指控

                                                        
64  樓適夷：〈再談蝦球——兼答史竹琳清先生〉，頁 17。 
65  秋雲：〈重讀蝦球傳——並就教於適夷先生〉，《文匯報‧文藝周刊》第 2期第 7版（1948年 9月

16日）。 
66  黃谷柳：〈答小讀者〉，《文匯報‧文藝周刊》第 2期第 7版（1948年 9月 16日）。 
67  樓適夷：〈重來一次申述——關於蝦球傳第一二部〉，《文匯報‧文藝周刊》第 7期第 5版（1948

年 10月 21日）。 
68  周鋼鳴：〈評蝦球傳第一二部〉，《大眾文藝叢刊》第 4輯（1948年 9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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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谷柳迷失於媚俗獵奇的陷阱而不自覺： 

 

作者在描寫這些黑暗社會的新奇生活外，作者本身也被這些新鮮、粗獷、奇趣的生 

活所俘虜了。他一方面是為了適應報紙連載以吸引讀者的緣故，把讀者的視野打開

了，使他們看到一套一套新鮮的事物」——各種社會的生活角落，因而讀者也無形

地被這新奇的事物所俘虜了。69
 

 

周氏認為作者寫黑社會生活時「無形地欣賞」這些生活，以「欣賞嚮往的態度」渲染風塵

和冒險，是因為「生活的觀照態度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妨礙了他對「舊社會的批判和

暴露的敏銳能力」。不久之後，論者野洪也認為小說太多偶然，而這些偶然卻是人物走向

鬥爭的契機。70
 

樓適夷、周鋼鳴等人的看法，後來得到于逢的引述和發揮，〈論「蝦球傳〉一文可以

說全面綜合了四十年代末左翼文藝批評家對《蝦球傳》的看法。于逢在這篇長文前後都肯

定《蝦球傳》「羼入活生生的廣州人民的方言」和「攻破了黃色文藝堡壘」，71認為雖然在

「嚴格的大眾化意義上」，它不是理想作品，但強調「絶對不能低估它的實際的效果與價

值」。72但文章的中間大部分的篇幅，仍然站在十分「正統」的革命文藝站場剖析《蝦球

傳》弱點，對通俗策略和小市民趣味的排斥清晰可見。于逢指《蝦球傳》人物之間的社會

或階段關係模糊，「階級的『成見』都完全融化在溫情主義之中」，73不但人物性格缺乏發

展，沒有展示生活鬥爭和人格發展的關係，而且「生活鬥爭往往化為有趣的故事，而性格

則變成了抽象的存在」。74他又進一步指出大眾化不等於通俗化，大眾化也不只是形式問

題：「大眾化與思想性和藝術性不是互相衝突，而是根本上一致的，我們要在故事中故意

佈置波瀾，製造驚險，舞弄『矛盾』，以為這樣就可以加強藝術性嗎？但這只是流俗小說

的技巧，它或許能夠暫時增加某種效果，卻往往同時把藝術性淺薄化了。」75鬥爭的殘酷

性和革命的嚴肅性讓位於「一個多姿多彩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于逢不停提及的「故

事」，正是通俗小說不可或缺的元素。 

                                                        
69  周鋼鳴：〈評蝦球傳第一二部〉，頁 59。 
70  野洪：〈「蝦球傳」一二部〉，《大公報‧文藝》第 30期第 7版（1948年 10月 4日）。 
71  于逢：〈論「蝦球傳」〉，《論「蝦球傳」及其他》（香港：求實出版社，1950 年），頁 2。本文

寫於 1949年 5月，原刊《小說月刊》第 2卷第 6期（1949年 6月），頁 87-96。又見鄭樹森、黃繼

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下冊，頁 710。 
72  于逢：《論「蝦球傳」及其他》，頁 19。 
73  于逢：《論「蝦球傳」及其他》，頁 15。 
74  于逢：《論「蝦球傳」及其他》，頁 5。 
75  于逢：《論「蝦球傳」及其他》，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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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逢的意見，在五十年代以後日漸體制化以至教條化的文藝批評標準中一點都不罕

見。在四十年代末的香港，這些批評標準在核心左派文人群體中也已告成形，並且對邊緣

的作家和批評家構成一定的壓力，雖然他們仍然有寫作和辯解的空間。由上述的分析可

見，《蝦球傳》雖然被今天的學術界視為方言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品，但對當時部分左翼批

評家來說，它遠遠沒有符合要求。在革命和通俗之間，批評家對革命道路以至文藝的戰鬥

精神毫不妥協；作為作者，黃谷柳陷於革命和通俗的兩難，和夏衍主持《華商報》時的苦

惱可說略有相似，箇中不可忽略的關鍵是，作為市民城市的香港，在制約和挑戰各種左派

文藝家的寫作和宣傳策略，使他們面對、思考在內地大部分的農村社會所沒有的難題。同

時，筆者想指出的是，黃谷柳這位作家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也在影響他怎樣把握左派的寫

作要求。當時的谷柳似乎仍有相對獨立的選擇空間，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在港的左派陣營的

批評標準尚有彈性，同時也因為他的背景、政治經歷和文學觀都跟樓適夷、于逢等人大不

相同。 

五、黃谷柳的選擇 

黃谷柳在 1908 年生於越南海防市，祖籍廣東省防城縣，生母是雲南省河口鎮人，父

親是越南華僑，以務農為生。谷柳幼年時因為生母被大母所逐，寄養於河口鎮的舅父家，

在河口、昆明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小學畢業後半年因為家境貧困，考入全部公費的雲南

省立第一師範。18 歲時（1927 年）曾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北伐軍攻下武漢後，又

計劃繞道香港到武漢報考軍事政治學校。1927 年 7 月在海防候船到香港時，遇上當地中

越兩地民間大規模武鬥而延誤，到了香港後卻發現武漢因為寧漢戰爭交通中斷，只好暫居

香港。他把父親在九龍城租的一個店面分成兩半，一半賣糖果香煙，另一半作理髮店，他

白天幫忙做買賣，晚上在新聞學社讀書，後來得到黃天石的介紹，在《循環日報》當校對，

期間曾寫作小說〈過海防〉，記述海防市武鬥一事，發表在《大光報》副刊，得到編輯謝

晨光的賞識。在 1931 年因為癆病被逼辭去《循環日報》的工作之後，黃谷柳和國民黨關

係密切，整個三十年代都在軍中服務和受訓，直至 1941 年才離開。他被派駐的地方以廣

東為主，也到過江西，早年就在陳濟棠軍隊第二軍第四師政訓處訓育科任上尉科員，除了

擔任軍中的教育工作，也曾兼任編輯撰稿等宣傳工作，蘆溝橋事變後隨軍赴京滬線抗戰。

1938 年 3 月初，當時在廣州主編《救亡日報》的夏衍，和國民黨的抗日將領有所接觸，

因此認識黃谷柳。半年後的 9 月，黃氏把在南京作戰時一度遇險並得到一位婦女掩護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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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寫成短篇小說〈乾媽〉，並透過歐陽山轉交茅盾發表在《文藝陣地》上，顯示他和左派

的關係進一步加深。 

儘管黃谷柳在1941年「為了個人的安全」，離開國民黨軍隊，但他和國民黨的關係，

一直由謝晨光維持着。離開軍隊後，他先後在廣東建設廳、粵漢鐵路特別黨部藝術教育隊

及重慶三青團總團宣傳處工作，大部分都透過謝氏的介紹。抗戰結束後，謝晨光繼續協助

他解決生活問題：「當謝晨光奉派回廣州創辦正中書局廣州分局，我極想回粵，但苦無旅

費，謝晨光就要我幫他的忙，讓我當書局業務主任，我也就接受了。」但在國共內戰正式

爆發前夕，黃谷柳選擇到香港去：「1946年3月初，我辭了正中書局的職務，帶領一家五口，

重到香港，另謀生計。從此，就一直跟國民黨及其政權，割斷關係了。」76雖然這些論述

大都在投共之後寫成的，必定有表明心迹的意味。但可以相信，生活和經濟的需要，必定

是他靠攏國民黨的重要因素。不過，作為一位報章上的寫作人，黃氏的題材以低下階層的

貧苦生活為主，倒是從他開始寫作以來便是如此，正式投共前後都一以貫之，這當然和他

的生活經驗有很大關係。在寫作《蝦球傳》時，他仍以低下階層為關心和描寫的對象，黨

派的文藝取向可能不是首要的指導原則。 

黃谷柳在選擇蝦球這個人物時，充份意識這個人物的非階級性，也流露了一位生活在

香港的作家的觀察和關懷： 

 

他［按：指蝦球］不是一個農民；因為他的父親的一代就沒有了田地。他也不是一

個產業工人；因為中國（包括香港）工廠的大門並不向任何小販開放着。在資本主

義國家，農村土地高度集中，會產生大批的產業預備軍——工人，但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中國，失了耕地的農民及其後裔沒有工廠可進，他們多數變成小販……在香

港，更是隨時隨地可碰到他們。他們是農工兵之外的最廣大的勞苦大眾。他們的階

級屬性是未定的。他們可工、可農、可商，也可以去當土匪撈家，小的就做童販或

貨倉老鼠。77
 

 

又說： 

 

寫他們，和寫那些階級屬性已經固定的人物，是有着同樣重要的教育意義的。78
 

 

                                                        
76  黃谷柳：〈自傳〉，《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 2期（1979年 2月），頁 195。 
77  黃谷柳：〈答小讀者〉，《文匯報‧文藝周刊》第 2期第 7版（1948年 9月 16日）。 
78  黃谷柳：〈答小讀者〉，《文匯報‧文藝周刊》第 2期第 7版（1948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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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持著嚴格左翼文藝標準的于逢批評《蝦球傳》以「抽象的人代替階級的人」恐

怕很難避免。黃谷柳選擇蝦球這樣的少年作為主要人物，來自他在香港的見聞和生活。除

了如上文所說，他注意到戰後香港的童販問題之外，他曾親眼看到兩個女兒替商家打零工

而受呵責，79這無疑使他比較關注戰後香港的貧窮少年。即使暫且不去深究黃谷柳童年的

貧困、自己和生母被大母驅逐、後來又與父親重遇的經歷，在《蝦球傳》有沒有反映；蝦

球最後打游擊戰的出路，也很明顯和作者個人的選擇有關。在《蝦球傳》連載時，即 1948

年秋天，谷柳送次女黃燕鳴回廣東參加游擊隊，他自己則在 1949 年 6 月參加游擊戰。游

擊戰不但是蝦球的選擇，也是作者自己甚至他女兒的選擇，表示這是黃谷柳自己的信念而

不是政治投機。雖然嚴格的左派批評家並不滿意，但谷柳顯然有意按着一定的要求去寫《蝦

球傳》，例如他很自覺地提出「典型環境的典型人物」的寫作方法： 

 

所謂「典型環境的典型人物」是怎樣的東西呢？我在奢想：廣東的大小「撈家」鱷

魚頭洪斌和難童蝦球都應該有他們一個小小的位置。這兩種人物活躍在我們的眼

前，他們不僅僅是一個兩個。80
 

 

他把典型人物理解為有代表性的人物，但這種理解，和左翼文藝理論中的「典型環境」和

「典型人物」相比，明顯較為簡化，對照于逢的說法便可明白： 

 

根據現實主義的原理，形象與歷史、性格與環境的關係是並非如此的。「典型環境

中的典型性格」，在這一句名言裏，不單是要求着典型的概括性，同時要求着性格

與環境、環境與性格的正確的辯證關係。81
 

 

由此可知，《蝦球傳》的很多重要構思，並不出於黨的文藝路線，而是作家個人的生活經

驗和審美選擇。黃谷柳在城市的生活經驗，落實為《蝦球傳》的人物和故事，和左翼文藝

理論的要求存在縫隙。谷柳在〈我寫《蝦球傳》的感想〉一文中提到「通俗化」和「大眾

化」，82他把「通俗化」和「大眾化」視為他的任務，並把《蝦球傳》視為一部通俗小說，

但以城市為背景、以市民讀者為對象的通俗小說，和宣傳共產主義革命的通俗小說可能無

法完全相通。從城市走向革命，遠遠沒有從農村走向革命那麼順理成章。于逢指出，蝦球

                                                        
79  黃燕娟：〈憶爸爸——黃谷柳同志〉，《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 2期（1979 年 2月），頁 176。 
80  黃谷柳：〈答小讀者〉，《文匯報‧文藝周刊》第 2期第 7版（1948年 9月 16日）。 
81  于逢：《論「蝦球傳」及其他》，頁 11。 
82  黃谷柳：〈我寫《蝦球傳》的感想〉，《大公報‧文藝》第 55期第 25版（1949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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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市民階級的學生哥」，83相比起在農村生活的少年，這類人物不容易走向革命。于

逢在他的批評裏間接地指出了原因： 

 

今天在游擊隊裏的英雄的「小鬼」們，他們大都在農村長大，並在集體的真實鬥爭

中，走上革命道路。他們的發展都是很自然和很必然的。84
 

 

儘管方言文學運動的作者們對「此時此地」不無關注，但更重要寫作和號召對象卻不是眼

前的市民讀者。黃繼持教授曾經指出，他們身處香港而以廣東工農為擬想讀者，使運動的

影響力受限制：「這裏卻有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他們實際面向的讀者是香港的小市民，

他們意想的讀者則是廣東工農，實際讀者與意想讀者分割，所以社會作用遠遜於華北方言

文學的成效。」值得注意的是，谷柳並非如此，他沒有把意想讀者作為現實讀者，85他能

把二者統一起來，因此得到許多讀者的支持，其中一個原因是以讀者熟悉的城市為小說的

主要空間。但城市的謀生出路比農村多，86使得作者安排蝦球回到內地參加農村的革命游

擊戰時，需要排除很多城市的謀生機會，有時這些情節顯得牽強。於是，蝦球沒能去工廠，

兒童福利會的教師嚴厲而沒有憐憫之心，施飯站的人也冷漠無情，造成蝦球「難以在任何

香港熟悉的地方找到安身之所」，「總被拒被斥、遇險受敵」。87在修訂本中，作者對蝦球

的身份階級和經歷做了細微但關鍵的妥協，在他探望病危的六姑這一感人情節中，單行本

的六姑只建議蝦球「回家照舊賣麵包吧！」在修訂本中卻改成：「回家賣麵包吧！進工廠

做工吧！」蝦球回答說：「就是因為火柴廠關門，我才給擠出來的呀！」88蝦球曾經是工

人階級，使他的經歷和身份更配合城市的背景，但作者沒法補充蝦球在工廠時經歷，作為

一部左派小說等於忽略了一個重要情節。 

《蝦球傳》的情節安排頗花心思，黑幫犯案過程的仔細描繪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蝦

球偷了自己父親的畢生積蓄，是極為戲劇性且具震撼力的情節，很能打動讀者。方言文學

                                                        
83  于逢：《論「蝦球傳」及其他》，頁 5。 
84  于逢：《論「蝦球傳」及其他》，頁 7。 
85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

公司，1999），頁 14。 
86  上海是 20世紀上半期中國少有的國際大都會，三十年代的上海同時是左翼政治文藝運動中心。這和

20世紀初左翼思潮在上海的傳播、三十年代的國際政治形勢，以至當時上海勞工階層的興起都很有

關係。在 1949年之前，上海作為全國文化中心的地位，其現代化、都市化的過程和形態，與香港作

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化殖民地極為不同。 
87  梁秉鈞：〈兩類型的殖民論述：黃谷柳與張愛玲筆下四○年代的香港〉，《作家》第 22 期（2003

年 10月），頁 36。 
88  黃谷柳：《蝦球傳》，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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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試圖爭取通俗小說的讀者，不過，《蝦球傳》爭取到的讀者，為王狗仔或馬專員的行

為嘴臉憤慨、為蝦球和六姑的慰藉、為蝦球對父親內疚傷感、為蝦球和牛仔的分別落淚，

卻恐怕未必因此嚮往共產主義革命。《蝦球傳》，特別是單行本中，對反面人物如黑幫、妓

女亦不乏同情的筆墨和正面的描寫，鱷魚頭、六姑、黑牡丹都是例子，這種超越階級、略

帶人道主義的色彩，當然脫胎自作者本身的情懷，卻不容易作為宣傳革命的工具。可以說，

黃谷柳在「革命」和「通俗」之間走鋼索，他的寫作材料和讀者對象來自香港這個身世特

別的城市，使他和一些嚴格的左翼文藝批評家之間有難以跨越的距離。 

《蝦球傳》的語言特色沒有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引起那麼大的爭議。谷柳在小說中使

用大量粵語詞彙，配合真實具體的地理名稱和背景描繪，使得這部小說充滿香港地道氣

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華洋雜處的香港社會在戰後百廢待興的情況。蘆荻指谷柳「善於運

用從人民口語中提煉的確切表現語法，善於塑像造型」，89陳閑稱讚它「語言生動，到處

有着華南小市民的口語」，90黃秋耘也說：「作者在方言的運用上取得很大成功。這部作品

雖然是用國語來寫的，但中間也插入許多廣東方言。」91司馬文森則準確地說：「《春風秋

雨》用的方言不多，可是它的地方情調是寫出來了。」92「谷柳的《蝦球傳》，方言用的

並不多，但它給與廣東讀者是一樣感到親切，容易接受。為什麼呢？就因為它的人物、生

活、背景是為他們所易於了解的。表現形式是易於他們所接受的。」93按他的說法，方言

的運用並不在乎數量或篇幅的多寡，而應考慮方言如何與作品的其他元素互相配合，成為

一有機的整體性。文學作品能夠引起讀者感情上的親切感，除了語言之後還有很多方法。

當時司馬文森沒有強調這是揉雜的美學，但今天看來，他的評論頗能指出方言和小說的一

些奧妙關係。 

不過，在方言文學運動中誕生的《蝦球傳》，粵語運動的策略卻是節制的。雖然有時

也滲透到人物語言裏去，但並不多見。這是作者有意為之： 

 

人物的語言，還不能盡量口語化。我只選擇一些為外地讀者所易懂的口語。南腔北

調，雖有些不倫不類，不過事實上廣東人的口語已經給許多外來語侵入，正如廣東

語也侵入別地語中一樣。言語的交流，今後還更加繁複，那麼在特定地區的文藝作

                                                        
89  蘆荻：〈雜論「蝦球」〉，《華僑日報》第 3張第 3頁（1948年 3月 28日）。 
90  陳閑：〈關於《蝦球傳》速寫〉，《文藝生活》第 41期（1948年 9月）。轉引自鄭樹森、黃繼持、

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下冊，頁 653。 
91  秋雲：〈讀「白雲珠海」〉，頁 11。 
92  司馬文森：〈談通俗小說〉，《星島日報》第 10版（1949年 2月 28日）。 
93  司馬文森：〈談方言小說〉，《星島日報》第 10版（1949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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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很自然的會漸漸採用更多的不太偏僻的口頭語。94
 

 

即使在描摹人物語言時，寧可南腔北調雜陳，違反真實情況，也要照顧外地讀者。事實上，

他的語言取向和華嘉等人並不相同。黃谷柳通曉粵語，寫過一篇純用粵語的短篇小說〈寡

婦夜話〉，95但根據現存資料看來，這類作品數量很少。相比於方言文學運動諸君十分重

視以不同方言為母語的讀者，可以以各自的方言讀懂他們的文藝創作，谷柳則希望同一個

作品能接觸全國的讀者群，被廣泛閱讀和應用。例如 1947 年在《華僑日報》發表的獨幕

兒童劇〈前程萬里〉，96戲劇的背景是城市，有些對白也不乏口頭粵語色彩，但亦僅限於

詞彙和名稱的表現方式，例如為了描摹擦鞋童的語氣，他的對白是：「算命佬，你幹什麼

呀？」而教師則稱呼算命佬為「算命先生」，較複雜的對白仍以規範的白話文寫作。在題

名旁邊，作者以自己的名義註明「本劇歡迎初中及高小各校排演請將演出時間地點通知作

者（編者收轉）」，除了說明谷柳有可能曾經參與或觀看學校演出自己的劇本之外，也表明

這個劇本有高度的實用目的，但作者仍然沒有針對性地以粵語人口為對象。這固然是因為

他那帶着新文學傳統印記的語言觀，誠如黃繼持教授指出：「谷柳等人仍是承接新文學、

大眾文學的主流，不過希望盡量大眾化、通俗化，還不是真正的方言文學。」97對於方言

文學運動中純粹以方言寫作的主張，當時的黃谷柳未必能夠全盤接受。同時，谷柳也可能

考慮到戰後初期香港的人口結構，當時有不少從中國各地湧入的難民，他們不一定以粵語

為母語。這兩方面的考慮都和方言文學運動的作家和批評家不同。此外，〈長命百歲〉是

一個更明確的例子，證明黃谷柳期望自己的作品被廣泛閱讀和搬演，因而沒有採用純化的

方言寫作策略。這個劇本發表時，編者除了宣傳《春風秋雨》已經出版之外，還註明演出

方針： 

 

本期所刊「長命百歲」，係谷柳近作歌唱喜劇可獨立的一幕。據作者云：採用此劇

如對話用方言，則歌唱請用方言；對話用國語，則歌唱可改國語，以求統一和諧。

                                                        
94  黃谷柳：〈在摸索中——學寫長篇小說的經過〉，黃谷柳等著：《在摸索中》（香港：香港學生文

叢社，1949年 1月）。轉引自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

品選（1945-1949）》上冊，頁 304。 
95  見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編：《方言文學》第 1輯，頁 146-150。 
96  黃谷柳：〈前程萬里〉（獨幕兒童劇），《華僑日報‧電影戲劇周刊》第 2 張第 3 頁（1947 年 10

月 1日）。 
97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對談，何慧姚、張詠梅整理：〈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

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

人作品選（1945-1949）》上冊，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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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谷柳在這裏使用的應該不是廣東民間說唱形式，例如鹹水歌、龍舟、南音等，否則歌唱部

分將無法輕易地改用國語。事實上，他對這些說唱形式可能沒有很大的親切感。黃谷柳在

越南出生，童年和少年都在雲南渡過，1927 年想取道香港去武漢報考軍事政治學校，但

因形勢緊張滯留在香港，以編輯和寫作謀生，1931 年起曾隨國民黨參軍 10 年，之後還當

過別的一些職務，輾轉流徙於整個中國南方，包括上海、廣州、湖南、重慶等地，1946

年才再回到香港。對谷柳來說，香港首先是一個謀生的城市，後來則是作為左翼文人的陣

地。 

六、總結：大眾化的歧路 

本文的研究把《蝦球傳》放回歷史和文學語境中，指出其特殊的代表性。《蝦球傳》

的寫作策略和生產過程深刻地打上香港作為一個市民社會的烙印，冒險故事和方言色彩使

它迅速得到青少年讀者的喜愛，「攻破黃色堡壘」為它在左派批評家中也贏得不少掌聲。

但是，隨着批評重點的轉移，部分左派文人以嚴格的革命文藝批評標準閱讀這部小說時，

卻認為《蝦球傳》的情節過於通俗，人物塑造不符合革命文藝的原則，並非理想的大眾化

文藝。《蝦球傳》成功之處恰好是令他們擔憂的問題，流行小說的情節佈局損害了人物作

為革命小英雄的塑造。《蝦球傳》一方面受市民歡迎，一方面受批評家指責，充份表現了

左翼文藝工作者在香港的兩難處境，構成這種處境的關鍵原因，還在香港特殊的政治、社

會、文化情況。英國殖民統治使香港成為華洋雜處的社會，這種特別的風貌民情在《蝦球

傳》成為一種通俗手段，此外，殖民統治也使香港沒有普及的共同語教育，粵語是民間普

通使用的方言，雖然完全書面化有不少困難，卻是少數能直接以漢字書寫的方言。在四十

年代末，難民人口和工業初步發展形成市民階層，通俗文學和娛樂市場也略具規模。這樣

的香港與廣東農村迥異，雖然給左派文人提供相對安全的棲身之所，但也制約他們的寫作

和傳播策略，在實踐文藝大眾化時面對比他們的前輩更複雜的難題。 

同時，筆者還指出當時黃谷柳的政治社會背景和審美方式，未必能迅速明白和配合左

翼文藝思想的要求。谷柳按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對革命的想像寫作，和主流的左派在寫作理

                                                        
98  黃谷柳：〈長命百歲〉（歌唱喜劇），《華僑日報‧文藝周刊》第 53 期第 3 張第 3 頁（1948 年 2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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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方面有一定差距。就方言的運用來說，揉雜的《蝦球傳》比較受讀者歡迎，但不一定華

嘉等人的要求，能直接面向文盲或文化水平較低的群眾。 

本文通過《蝦球傳》揭示方言文學運動中種種張力和縫隙，並非要貶低《蝦球傳》和

黃谷柳的地位，而是旨在突顯香港作為一個獨特語境的重要性，也試圖推翻過去學術界認

為當時左派文人對香港讀者漠不關心的誤解，並重新細緻化地詮釋方言文學運動和《蝦球

傳》在性質和成績方面的複雜性。為了解決寫作取材和報刊經營的困難，方言文學運動的

文藝工作者時常討論文藝大眾化如何配合「此時此地」的需要，除了廣東工農，他們應如

何號召香港工人和知識階層，城市生活如何幫助推進文藝大眾化等等；另一方面，香港也

不僅僅是一個空間，雖然可以勉強成政治避難所，但也以其獨特的身世給這批左派文人帶

來獨特的難題，使他們在革命和通俗之間不無猶豫和躊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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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formal start of civil war, struggle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was began in Hong Kong when leftists came to the city for preparation of ideological 

propaganda. In 1947, more leftist fled to Hong Kong and initiate a series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Dialect Literature Movement (DLM)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The involved 

leftists aimed at continuing “Popularization of Arts and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Although 

workers and farmers in Guangdong were their imaginary readers and audience, they could not 

neglect local citizens who were their actual readers and audience. To maintain survival of 

cultural business and to explore writing resource, leftist editors and writers had to consider the 

need of citizens whose interests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general mass in rural Guangdong. 

The Story of Shrimp-ball, the famous novel written by Huang Gu-liu, was regarded as most 

successful works produced in DLM. Howev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riting strategy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novel demonstrated server tension between revolution and 

entertainment. Although the novel was warmly welcomed by common readers, it was blamed by 

some leftist critics because of its“non-class” and “Humanitarian” nature. From the viewpoints 

of orthodoxic leftists, the plot of The Story of Shrimp-ball is too dramatic and could not reach 

the goal of Popularization. As a marginal leftist in late 1940s, Huang Gu-liu’s literary views 

inherited May-fourth literature rather than leftist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 unique context of 

colonial urban Hong Kong, although provided freedom for leftists in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constrained their considerations which put themselves into inevitable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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